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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寻开着电动轮椅抵达过 30 个国
家。她曾到访水城威尼斯，也到过摩洛哥

的沙漠。

回国后，她的轮椅却在地铁里频频卡

顿。

国内一个地铁站通常设有 4个出入
口，但往往只有一个建有无障碍直梯，在

没有清晰标识的情况下，她要来回寻找。

有一次在上海，她找了 40分钟，最后误
了火车。

有地铁站出口临近商圈，通道中间竖

起的栅栏只留出单人通过的宽度，她要返

回站台再乘至少一站，换个出口出站。

她去过北京，要在地铁里换乘，中转

的那站只有扶梯，她足足等了半个小时才

等到工作人员和两三名保安，几个人合力

将她架在扶梯上送往站台。

她定居南京，当地地铁的无障碍车厢

没有明确的标识，她习惯在第一节车厢的

位置等待，然后沿着站台一路向后滑行。

有时候，无障碍车厢挤满乘客，她只能锁

定普通车厢，匆忙上车。

地铁车厢和站台总有不小的高差。有

的地铁站点没备有连接二者的折叠板。上

车时，她的轮椅前轮曾卡在缝隙里，只能

眼睁睁看着车厢门朝自己关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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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用轮椅丈量过地铁里的那些

“坑”。

那些“坑”各式各样，比如地面上的地

铁出入口建有台阶，却没有可以划轮椅的

坡道；有的坡道建设完整，可要么过于陡

峭，要么与直梯连接处没有足够的平台停

放轮椅。

区别于楼梯和扶梯的出入口，直梯大

多孤零零地伫立在地铁站外。东北财经大

学无障碍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大连市无障

碍建设促进会会长吕洪良记得，大连地铁

刚启用时，一部分直梯总是大门紧锁，不开

放。启用不到一年，雨雪天蓄了水，直接停

运。甚至一些锁住的直梯上连工作人员的

联系方式都没标注。

接到多位残障人士的投诉后，他决定

带着团队前去调研，得出的数据显示：运营

不到一年的大连地铁站，75%以上的直梯
都处于损坏状态，且长时间没人维修。此

外，一些地铁站里的无障碍卫生间，要么被

牢牢地锁住，要么有人在里面抽烟。

他也看到不少无障碍卫生间，推开门，

尽管扶手、坐便器齐全，但扶手互相“打

架”，轮椅无法周转，只得“望厕所兴叹”。

好在这些情况渐渐有了好转。

重庆“吾轮翻滚”组织发起人邹蜜曾带

团队，对重庆轻轨的无障碍设施进行测评。

他们发现，有站台和车厢之间的高差达到

20厘米，有爬楼机只通往购票处，再进站
只有扶梯，可轻轨里的扶梯多数只有上行

没有下行。

西安“无翼飞翔”公益中心组织者魏鹏

刚曾前往北京天安门游玩，他记得，那站地

铁修得早，长长的上坡通道上几乎每隔 10
厘米就有个凸起的防滑条，他的轮椅上不

去，只能被行人抬了一路。

他曾在早高峰时间进入地铁站，速度

比健全人慢半拍，直梯来回了 5次都没上
去。地铁到站，他要等乘客下车，空出足够

的位置才能移动。多数时候，他习惯了望着

一列列地铁驶来，再相继开走。

相比硬件设施上的重重问题，一些人

为因素更令人无奈。因为站台和车厢的高

差，在南京地铁，通常情况下，工作人员会

拿来折叠板，帮轮椅人士上地铁，之后，他

们会联系好下一站的工作人员前来接站。

纪寻经历的这个环节也曾状况频出：

有时到站后一开门，门外空空如也；有时人

来了，但什么也没拿，对方按经验理解自己

要接的是“盲人”；还有人带着歉意前来解

释，折叠板存放在另一间办公室里，而钥匙

尚未找到。

视频博主“大程子好妹妹”曾在杭州生

活，她对当地地铁做过测评：因为连接站台

和地铁的折叠板与站台存在高差，工作人

员不会将轮椅翘轮，她被轻微地撞击了几

次后才进车厢；有人摆放折叠板的方向来

了个 90度的逆转；还有工作人员分不清电
动轮椅和手动轮椅具体的操作区别。

“坐了轮椅才知道，自己真的是弱势群

体。”不少轮椅人士这样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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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洪良曾在路边拦出租车，一个多小

时里，20多辆车掠过他开走。他只得叫
来同事帮他打车，那位同事往前走了五六

米，与他拉开距离，才终于打到车。

包车成本高，公交车高差大，出租车

拒载。地铁成了这个特殊群体出行的首选

方式。

吕洪良明显感觉，地铁落成后，他在

路上看到的残障人士比原来多出不少。他

的手机被买菜、送餐、购物软件填满，基

础的生活需求足不出户可以解决，但出行

是他的刚需。

“地铁将残障人士和社会连接了起

来。”在吕洪良看来，出行意味着能接受正

规教育、获得稳定职业，这是残障人士在社

会上独立生存的基础，地铁纵横交织的线

路将一台台轮椅输送到了更远的地方。

他曾在一家银行工作过一年，那时没

地铁，没有无障碍公交车，残障人士尚未被

允许驾驶机动车，他每天手摇三轮车跨越

大半个城市去上班。后来，银行让他居家工

作，整理金融信息。他的社交圈几乎只有家

人，“虽然生活在城市里，但自己就像一个

隐居者。”

吕洪良重返校园，一路读到博士。他

说，求学的顺利归功于自己的身边始终有

人照顾，父亲在尽可能地为他提供着保护。

父亲曾在国企工作，退休后的工资足够生

活。当他进入大学后，这位老人跑去学校门

口摆摊修鞋，一直做到离世。

吕洪良记得父亲说过一句话，“我有生

之年多挣些钱，将来给你多攒一点儿”。他

察觉到，父亲在做最坏的打算。那句话的潜

台词是，担心自己哪天走了，儿子没办法照

顾自己。

70多岁时，父亲还在为他忙活着。吕
洪良家住一楼，大门离地面有 4个台阶，这
段路他经常坐在地上爬上爬下，父亲帮他

抬轮椅。有一次，父亲在搬轮椅时一下坐到

了地上。他突然感到父亲老了，自己必须要

独立。

直到吕洪良第一次自己坐地铁、住酒

店，穿梭在另一个城市的街头，才感觉到从

未有过的自由。那一年，他 45岁。
他花费了漫长的时间建立起自信，不

过，这些自信有时会被地铁里的琐碎问题

击垮。

有一次去西部某大城市，下飞机后，吕

洪良一行四位靠轮椅出行的残障人士，奔

着直梯坐轻轨。他们凑近一看，才发现直梯

被两条铁链子锁着，门上还贴了封条。附近

的人告诉他，这座直梯从建成开始就一直

是坏的。

他们叫来工作人员，对方也只能扶着

轮椅带他们坐扶梯。快抵达终点时没控制

好速度，吕洪良从轮椅上栽了下去，摔在扶

梯和地面的衔接处。很多残障人士有严重

的骨质疏松，摔跤对他们可能意味着数月

的卧床不起，甚至丢掉性命。

之后，不到万不得已，他绝不乘扶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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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椅人士熟悉那种“不安全感”。

外出时，开心和恐惧是并行的。因为不

确定途中是否有无障碍通道，他们时常犹

豫，甚至干脆放弃。

北京东城区脊髓损伤者希望之家负责

人唐占鑫也坐轮椅，她曾去拜访伤友，一位

60多岁的老人告诉她，自己在电视上看过
鸟巢，只可惜没机会前往。事实上，从他家

坐地铁就能直接到鸟巢。

老人出门的次数寥寥。那次之后，唐占

鑫下定决心，让有需要的人了解当下的交

通状况，她也不断组织出行活动。

7年前，唐占鑫和十几名轮椅人士奔
波了一年多，将北京地铁的 17条线路 318
个车站“走遍”，统计出了一份无障碍设施

情况的数据。有时他们早晨 6点出发去调
查，晚上 7点多才离开地铁。最久的一次，
唐占鑫在一个换乘站里“跑”了 8小时。
在不少轮椅人士看来，中国地铁的无

障碍设施偏向“单点式”，而想要顺畅出行，

考验的是整个城市的无障碍系统，需要多

个环节环环相扣。

在重庆，邹蜜带着残障志愿者跑了一

年多，沿着重庆轻轨的二号线、六号线进

行测评。

在南京，一个名为萤火虫的助残站

资助残障人士调查了当地所有地铁线路

站点的无障碍情况，整理制作出无障碍

电子地图。

脑瘫博士李麟青也在做类似的努力。

他研发出的“无障碍地图”软件，实现了全

景无障碍导航路线功能，目前已在北上广、

南京和苏州投入使用。

他谈过不少投资人，结局都是不了了

之，他回答不了那些投资人的问题：哪怕全

国残障人士一半都用了这个软件，你能如

何变现？商业价值在哪？

他用公司其他的项目养活这个软件，

他说，“让轮椅人士追上主流社会的脚步，

而不是产生更大的割裂，况且这种割裂本

就不应该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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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问题是，随着社会的高速发展，总有

崭新的楼宇和地铁线路快速落成。这些轮

椅人士普遍感觉到，单靠自己进行信息更

新和同步，有时候追不上公共建筑和交通

枢纽新建的速度。

郭子成患有脑瘫，靠轮椅出行。他听人

说，一次，对方从北京赶往天津，到达朋友

家附近的地铁站时，看到了近在咫尺的“轮

友”，因为无障碍通道堵塞，他们只能隔着

五六级高高的台阶，在路边打招呼。

他起草了一份《呼吁高德地图关注产

品无障碍建议信》，10多天收集到 337位残
障人士及朋友的联名。他们在信中称：对于

残障人士来说，很多时候，需求并不是“最

短的路径”和“耗时最短”的路径，而是可以

在地图上发现，哪里有无障碍设施方便通

行，以及哪些地方不适合通行。

一个月后，高德地图上线了无障碍电

梯的指示服务，随后上线“无障碍随手拍”

功能，用户可以参与标记和上报公共场所

中的无障碍设施。

2019年夏天，天津市残联与天津市测
绘院共同开发了一款名为“融畅”的软件，

收集了市内无障碍设施数据 9万多条。
项目技术负责人葛亮表示，他们组织

了一两百人的队伍花 3个月做数据采集，
除了天津市财政的支持，他们还垫资了约

100万元，所有花费约 700万。
“这并不是市场机制能完全解决的，也

不是单纯靠政府财政全背下来的事情”，清

华大学无障碍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邵磊指

出，还是需要共治、共建。

读博期间，李麟青走访了 20多个国
家，也在国内一二线城市进行了调研。他表

示，目前每个城市的无障碍出行信息公开

途径主要为地铁官网及其客服电话，但这

些信息多局限于“此类设施到底有没有”，

而非“到底能执行到何种程度”。

“无障碍出行信息这件事的麻烦点就

在于力度可粗可细。目前很多软件所展示

的只是非常粗的部分。”李麟青评价，更加

细化的信息诸如无障碍厕所门是电动的还

是手动的，具体宽度有多少，是向外开的还

是向内开，一些软件并不能给出答案。

而且很多采集数据的方式为单次采

集。举个例子，一个无障碍洗手间在测试时

相对完备，设施可供使用，可之后突然被保

洁人员锁了；在无障碍通道口，共享自行车

不断驶离又停放，很难收录某一秒的实际

情况。他们尚未和市政部门建立联动。

他去过上海 12号线的国际客运中心
站，该站建成一年多，在公开的信息里显示

有无障碍直梯，可到了现场他才发现，这部

直梯只有外壳，对应的出口也没建好。

更为复杂的是，不同类别的残障人士

对无障碍设施的需求也不一样。同是肢体

残疾，一个台阶对轮椅人士是灾难，但对戴

假肢的人也许不成问题，差异化的情况也

会滋生差异化的体验。

多位轮椅人士均表示，目前已上线的

这些无障碍信息软件，很难实时且全面地

汇总所有相关信息。

郭子成说，前往不熟悉的地方，即使已

将手头能翻阅的资料查尽，到了实地仍会

有“打开盲盒”一般的体验，只是碰上的问

题时多时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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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着地铁的无障碍维权始终存在，

曾有人将地铁公司告上法庭。

早在 14年前，北京居民阮路明划着轮
椅走进法庭，她回忆，自己曾坐轮椅到公主

坟站，发现各入口均未设坡道，也没安装直

梯等无障碍设施，她几经努力都无法到达

地铁站台。

她以北京地铁公司负有对地铁线路进

行无障碍设施改造的职责，将其诉至法院，

要求北京地铁公司进行整改。

地铁公司代理人称，地铁一号线、二号

线等均修建于残疾人保障法实施之前，且

正逐步进行无障碍设施的改造。

如今，北京地铁的无障碍设施完善了

很多。

进行无障碍信息评测时，李麟青的依

据是我国现行的无障碍设计标准——《无

障碍设计规范》。

但在实际勘测中，李麟青没见到几个

无障碍设施能细致地遵循标准。国标上对

无障碍厕所的标准约 20余条，真实的情
况是我国几乎没有哪个卫生间每条标准都

满足。

在吕洪良看来，出现问题的原因众多：

修建年代较早，那时国标还没发布；国标从

总体提出建设要求，但没细化到具体的设

置；一些设计师不能理解到位，有时候明白

单个设备的标准，但将其组合起来又不知

道具体该如何做。

他建议，无障碍设施建设从图纸设计、

施工到验收，都应有相关专家的参与。

邵磊是建筑学院副教授，他从建筑设

计的角度解释无障碍设施不完善的原因。

轮椅最小的轮子直径只有十几厘米，把这

样级别的误差放在城市标尺上，对城市道

路工程而言，要求就非常高。

更何况，城市道路本身就是一个复杂

的工程，要受自然条件的硬约束，还有空间

与空间的冲突。在他看来，目前中国建筑现

代化程度不算高，而建筑又涉及多个产业

链——建造、结构、材料、采购等。

“首先是难对每个产业链每个环节都

做非常清晰的标准界定，其次，即使有了众

多的规定，之间的衔接还要流畅。”他称，因

此，有时无障碍设施标准成了需要妥协的

部分。

邵磊了解的是，现在高校的建筑专业

已针对无障碍领域开课，社会正呼吁形成

相应的图集和标准，注册建筑师考试也在

无障碍方面有所增强。

郭子成接触过的一位设计师曾透露，

自己在校学过无障碍设计相关课程，包括

设施、标识等一整个系统。但进入社会后，

很少有“甲方”要求他这样做。

他记得，对方有时甚至会把相关设计

砍掉以“节省经费”，原因是“看不见需求”。

就亲身经历而言，郭子成还发现，在地

铁里，绝大多数人认为比起完善设施，一些

问题是可以用“更低成本的人来解决的”，

比如地铁工作人员总将这样一句话挂在嘴

边，“大不了找人来抬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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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数情况下，地铁里的无障碍设施改

善无需花费高昂的成本，比如加强标识、增

加坡道，但实际解决起来并非易事。

“大程子好妹妹”的朋友碰到过这样的

状况。在上海地铁一号线，某个出口的坡道

前总是竖着厚重的石墩，她的轮椅被困住。

地铁公司称自己没管辖权，她不知道这里

归社区还是物业管，只能打 110。
几名警察前来，徒手搬开了石墩，她暂

时得以通过。下一次出站，那些石墩又回到

了原位。

类似的情况在阮路明的案子中也有体

现。北京地铁公司代理人曾这样解释，地铁

公司仅是地铁运营管理机构，无障碍设施

的立项和建设皆由其他相关单位完成。

这场官司在一审时败诉。法院认为，阮

路明要求地铁公司完善无障碍设施的诉讼

请求超出服务合同的约定内容，但法院将

向有关单位发出司法建议函，加快地铁无

障碍设施建设和改造的进程。

据李麟青了解，目前在国内，能统筹无

障碍事务的部门只有残联和住建局下设的

无障碍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不过，残联也只

是桥梁，公共设施改造的难题还得由相关

部门说了算。而后者，在他接触的城市里，

尚未建立严格意义上的协同工作机制。

吕洪良建议建立强制性的标准。目前，

中国尚没有一部专门的无障碍环境建设法

律，而是将无障碍建设的内容分散地规定

在残疾人保障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等法

律中，仅有的《无障碍环境建设条例》也只

是行政法规的效力级别。

郭子成参加过重庆残障群体组织的无

障碍体验活动。他们从曾家岩轻轨站出发，

虽然是高架站，但这一站却只有升降平台，

出站必须从本侧站台乘升降平台下到另一

平台，再乘升降平台上到对侧站台。

一行人一共 11台轮椅，按升降平台的
速度，运完所有的轮椅到对侧站台，至少也

得 2小时。他排到最后一个，刚准备使用，
这个升降平台却因为过热直接罢工。

在澳洲，靠近列车行进方向的第一节

车厢就是无障碍车厢，坡道储备在车内一

片小小的区域中。在美国波士顿，老旧地铁

进行无障碍改造，直接截取掉其中一节更

新，车身印上显著的轮椅标识。

吕洪良去过日本，一般情况下，公共场

所最醒目的地方会有无障碍标识提示。日本

地铁的无障碍建设更成体系，有直梯融进邻

近的商场、居民楼，免去冤枉路。而无障碍卫

生间规范得像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

相比之下，中国地铁普遍只有一个出入

口设有无障碍直梯。他去过大连某医院，从

设有直梯的地铁出口抵达医院，要再走过街

天桥或是地下通道，但他们显然走不了。

“城市在作无障碍规划时需综合考量，

必须同期解决相关联的部分。”他强调。

除了系统化，无障碍设计还强调精细

化。而一些精细化的细节难以具体写入国

标。吕洪良曾去上海迪斯尼公园，他发现，

为了避免小孩不经意间受伤，一些墙角都

做了圆滑的处理。

唐占鑫将收集来的地铁无障碍问题反

映给了北京地铁公司，对方进行了临时修

整，并在一两年内彻底解决。

为了让设施到位，纪寻习惯了发现问

题就去投诉，后来，南京的地铁站几乎都有

了备用的折叠板。

吕洪良带着团队前往大连地铁公司考

察并整合出汇总的意见，这些运营初期的

问题后来被一一整改。

他已成了新闻里的励志典型，但他说，

走到这一步并非因为自己有多大野心，而

是因为时时刻刻的危机感——那些年，他

总担心突然失业，慢慢被社会抛弃，“像是

有只老虎在背后追着我。”

对身在职场的残障人士而言，出于担

忧他的身体状况，出差、参加会议的任务一

般不会派给他。他想给领导汇报工作，办公

楼没直梯，“我总不至于说，您下楼，我给您

汇报工作”，在职场上，残障人士唯一的竞

争力就是卖力工作。

他希望把握自己的命运，改变残障群

体的状态。划着轮椅，他和“轮友”希望将这

条“少有人走的路”，逐渐变得平坦宽阔。

“如果没人来呼吁，无障碍不会像毛毛雨一

样从天而降。”

有时候，他会把自己在国外看见的设

施带入这座城市。大连某轻轨的出口临近

商业广场，为防止摊贩和摩托车肆意穿行，

周边竖起了一排立柱，也阻挡了轮椅的去

路。为了不破坏周围秩序，又方便残障人士

通行，他们设计了在日本看见的一种弧形

挡车柱，被轻轨站采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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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很多无障碍出行问题在优化。

拿北京地铁来说，已修建三四十年的

一、二号线要更适应现代化需求，还需结合

一些新时代的设施。唐占鑫见过日本的扶

梯，其中几节可以瞬间固定，变成像升降平

台一样的辅助器具，用于停放轮椅。

在吕洪良的印象中，中国的城市环境

无障碍建设在 20世纪 80年代开始萌芽，
2001年北京申办奥运会成功后引起重视。
有城市打出了无障碍城市的标志。中残联

不断推动无障碍研究，智库单位多达 60
家，各大学、研究机构加入其中，出版无障

碍建设的丛书。

他个人认为，“国内无障碍建设的大气

候基本形成了，从无到有的过程已完成，目

前从有到优的过程已开始了。”

魏鹏刚也认为，正是因为残障人士出

行的意愿越来越强，冒出来细枝末节的问

题才显得越来越多。“以前不是没问题，是

这些人都躲着不出来，看不到问题。”

在李麟青的认识里，无障碍设施的完

善需要漫长的历史进程，也许要 50年，甚
至是 100年。在这个过程中，始终都是有障
碍和无障碍混杂的情况，时代的更迭也让

无障碍标准和理念随之不断更新，“很难说

怎样的状态才是最完美的状态”。

这些轮椅正在城市空间里一寸寸地行

进。如今，行人对轮椅人士投来的目光大多

充满善意，但仍会在不经意间令人尴尬。

“大程子好妹妹”已习惯出行。几年前，

她在北京乘地铁，遇上某站的入口没直梯，

工作人员为她开了爬楼机。地铁口通往站

台的楼梯很长，用了近 20分钟，她才抵达
终点。为了提醒行人避开，爬楼机不停地播

放音乐，行人纷纷投来好奇的目光，不少还

举起了手机拍摄。

一位残障朋友和纪寻分享过自己的遭

遇，他划轮椅早已轻车熟路，可独自外出的

一路上总被人拦住问是否要帮忙，他不断

地回绝对方。最夸张的一次，好心的路人在

得到斩钉截铁的“不用”后，执意上前推起

了轮椅。

这也是吕洪良一直渴望卸下的负担。

每次出门，因为无障碍设施的不完善，他总

要给别人平添许多麻烦，他被抱过、抬过、

扛过，“明明是出来休闲娱乐，为什么总是

无法真正地轻松？”

他和朋友吃饭，赴约前要再三致电餐

厅确认“门口有几个台阶”？对方给出肯定

的回复“一个”，当他开着几百斤重的电动

轮椅抵达现场时，却发现立在眼前的台阶

一共三个。店里出动了几个人，合力将他抬

了进去，他想“要么以后就别再出去了”。

在分享的视频里，“大程子好妹妹”很

少提及不愉快的片段。在杭州生活时，她和

男友曾在一个周末赶往上海看展，那个颇

具历史感的建筑里没直梯，她只好求助工

作人员是否有其他变通的可能。她提出了

好几种假设，但回应她的来来回回只有一

句话，“对不起，我们这里没直梯。”

她感到失望，“他好像就在说，你走

吧。”

令人无奈的是，类似的事情总是重复

着。有时候，拒绝的形式更为赤裸裸——主

办方会在活动通知里简单粗暴地标出，“不

建议婴儿车使用者和轮椅使用者进入”。

她曾去日本看花火大会，有专门的轮

椅票卖，她还会被安排到合适的位置，工作

人员专门嘱咐她如何更好地观看。

比起很多残障人士，她已去过不少地

方了，但仍有很多心愿未能完成，她爱听

歌，追最新的综艺，研究各式各样的展览，

一些爱好只能说说而已。

“这是目前为止我最大的社交阻碍。”

她坦言，大家的爱好重合，但没办法一起出

行。如果对方实在想去，结局就是“我不去

他们去”。

为了避免麻烦，她习惯住在公司附近。

她开电动轮椅上下班，工作之外，她多数坐

地铁出行，会刻意地错开那些令人尴尬的时

间，直到现在，她从未见过地铁的早晚高峰。

在录制的多个视频里，她坦诚地表示，

中国的无障碍设施逐步完善起来，残障人

士出行变得更加方便。不过，她也认为，目

前，这些还局限于基础需求的层面，如果轮

椅人士想要参与些生存之外的活动，尤其

是娱乐类别的，总会被有意无意地审视。

“就好像上学、就医是正当需求，日常

出行也可以被理解，但你为什么要去酒吧？

为什么非要前往游乐园？”她指出。

“这些人总是不被看到，久而久之，人

们就想不到残障人士也有这样的需求，而

你也会默认自己的需求消失了。”她强调，

作为轮椅人士，出现本身就是一件重要的

事情，要存在并且被看见，这种看见不仅仅

是在使用无障碍设施顺畅的时候，还有遭

遇不公正对待的时候。

事实上，中国残联数据显示，当前国内

各类残疾人总数已达 8500万，等于几乎每
100名中国人里就有 6名是残疾人。而且社
会中每个人都可能会或多或少处于身体不

便状态，比如年老、伤病、怀孕、提大件行李。

“只不过，健全人有时并未意识到自己

的需要，这是可选项。而对残障人士而言，

它是必选项。”轮椅人士这样总结。

如果无障碍设施可以遍及所有地方，

大家都有自己的梦想地。

郭子成想回老家。他在成都工作，老家

江西吉安的火车站以台阶高闻名。

“大程子好妹妹”打算至少要去看一次

现场的音乐节。

走过 20多个国家的李麟青想去三亚，
那是座没有地铁的城市，他尚未听说过哪

一片海滩建有连贯的无障碍坡道，可以吹

着海风缓缓前行。

少数人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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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吾轮翻滚”成员在地铁里调研。 受访者供图

②吕洪良和团队为大连某地设计的弧形挡车柱。 受访者供图

③成都地铁中和站C口直梯外的坡道出口被共享单车占满。 郭子成/摄

④成都地铁张家寺站外直梯附近路况堪忧。 郭子成/摄

⑤没有直梯，只能由人推轮椅乘扶梯的郭子成。 受访者供图

①① ②②

③③

⑤⑤④④


